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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它的希腊语词根是

Hermes（赫尔墨斯），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是诸

神的信使，用汉语表述或可说“赫尔墨斯”是“通

义”之使者。洪堡特指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

精神”［1］，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用不同的语言来阐

释不同的对象时，其观念和方法有很大差别。加达

默尔也指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2］，世界

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阐释学要从

语言讲起，汉语阐释学须从语言层面切入方能建立

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正如西方阐释学的根基在于对

《圣经》的阐释，汉语阐释学的根柢在经学和小学，

而“通义”作为一个汉语阐释学的关键词，它的词

根性、坐标性和转义性是在经学和小学的土壤中建

立和生成的。

何为“通义”？会通、变通其义以臻通达、通

透之义。细言之又有两层内涵：其一，“通”作为

阐释行为可以理解为“会通”和“变通”：集解、

集注、汇校、汇释等文本，将不同时空的阐释文字

汇集一处，此之谓“会通”；另一类文本如匡谬、

异同、然否、辨正等，在会通之时又重在指讹证

伪，如墨子之非命非乐和荀子之非十二子，此之谓

“变通”。其二，“通”作为阐释结果可理解为“通

达”和“通透”：前者就广度而言，或苞举宇宙或

弥纶群言；后者就深度而言，或擘肌分理或深识

鉴奥。

一 会通之义大矣哉

汉语阐释弥漫于经史子集；就史部而言，张舜

徽尤其推崇三部带“通”字的典籍（《史通》、《通

志》和《文史通义》），三书之中又特重郑樵《通

志》。通志·总序开篇明义：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

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雍滞之

忧。会通之义大矣哉！［3］

郑樵认为：“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

《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

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4］汉语

阐释以儒家经典为最早的阐释对象，孔子当为最早

的阐释主体。在这里，我们看到“通义”与“圣

人”的天然联系。

许慎《说文解字》训“圣”为“通”：“圣，通

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注亦谓“圣，通而先

识”，“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说文》又训“通”

为“达”，并称“一达谓之道”。［5］ 先秦两汉的典

籍常将“圣人”与“会通”、“通”或“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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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如《周易·系辞》有“圣人有以见天下

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6］，《庄子》则

称“圣人”无所不通：“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

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7］ 班固《白虎通

义》云：

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

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8］

班固以“通”“道”训“圣”，既续《周易》“观

其会通”和《庄子》“以道为门”之脉，又开许慎

“圣，通也”、“通，达也”之先。

当然，孔子从未以“圣人”自居，孔子讲得

最多的是“君子”。作为汉语阐释的早期主体，“君

子”与“圣人”也是与“通”相通的。《周易·同

人·彖传》有“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9］，《庄

子·天下》有“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

以 乐 为 和， 薰 然 慈 仁， 谓 之 君 子 ”［10］， 而《 论

语·为政》的“君子不器”更是关于阐释主体之

“通”的经典命题。朱熹《论语集注》云：

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

士，体无不具，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

已。［11］

《礼记·学记》也讲“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12］。

圣人和君子都是通达于大德大道者。

《礼记·乐记》有《魏文侯问于子夏》、《宾牟

贾侍坐于孔子》和《子赣见师乙》三篇文字。三位

儒家乐论的阐释主体，孔子是“圣人”，子夏和师

乙是“君子”，三人的共通之处是“通”：既通义

于“声、音、乐”之道，亦通晓于乐本、乐言、乐

象和乐器，更通达于乐礼、乐施和乐化。故“乐

者，通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13］。

完整的阐释学体系包含三大要素：阐释主体，

阐释对象，阐释目标。在汉语阐释学之中，这三者

无一不以“通义”为关键词。作为阐释主体的圣人

或君子之“通”已如前述；作为阐释对象的“通”，

是汉语阐释学的题中之义。在“分科治学”的时

代，我们可将阐释对象做学科之囿别区分，但在漫

长的前学科时代，汉语阐释学的对象是《庄子·天

下》篇所标举的“六通四辟”［14］。

成玄英疏“六通四辟”为“通六合以遨游，法

四时而变化”［15］，“六合”乃“上下”加“四方”，

“四时”乃春夏秋冬，“六通四辟”为时空之通。

《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是“治方术”之前的

“道术”时代，道术时代的阐释对象是整个时空，

是“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16］；即使是道术

裂变为方术之后的诸子时代，各家各派在阐释自家

学术之时，也是要六通四辟的，如道家之论“道”，

名家之论“名”，阴阳家之论“阴阳”。

人在天地之间，而特定的人只能生活于或存在

于特定的时空之中，阐释学的最大功能之一，是要

超越时空对阐释者的限制从而使阐释对象“六通

四辟”。刘勰是“方术”时代的阐释主体，《文心雕

龙》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归于集部之诗文评。

但刘勰的阐释对象不仅限于“诗文”，更是“自然

之道”。这使刘勰超越了他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文

论家。

郑樵《通志·总序》云“大著述者，必深于博

雅”［17］，将“博雅”视为“会通之义”的最高境

界。郑樵认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

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

甚至司马迁也未能达到“博雅”境界：因当迁之

时，得书之路未广，故“博不足也”；又因迁采前

人之书多用旧文，间以俚语，故“雅不足也”。［18］ 

失博雅之境界的另一个原因，还可能是阐释主体因

长期的专门训练而染上馆阁之习气，即受到“学

科”的“规训”［19］。比如《史通》虽名“通”，但

“诋诃前贤，语伤刻核”［20］，颇失会通之旨趣，颇

伤博雅之高致。究其原因，是因为刘知几在唐代

的史馆内受了长期的专门的“规训”。刘知几著

《史通》受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但子玄之论

“史”较之彦和之论“文”，博不足也，雅不足也。

刘勰论体性风格首标“典雅”，论鉴赏批评尤

重“博见”，所谓“春台熙众人，乐饵止过客”实

为博雅之境界。与“知音君子”相反，文学的鉴

赏与阐释者之中不乏“深废浅售”的“俗监之迷

者”。章学诚《文史通义》也谈到君子之通的反面：

横通。以“贩书老贾”和“琴工碑匠”为例，章氏

指出“横通”之人因职业的关系，经常与博雅之

士打交道，耳濡目染之后也能一知半解貌似无所不

知。但终究是“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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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不同于通人的“四冲八达，无所不至”；而

这种“不可四冲八达，不可通于大道，而亦不得不

谓之通，是谓横通”。［21］横通之人因无通脱之大

器，无通畅之心胸，终失博雅之境界。

二 通天下之不通也

圣者，通也；通者，达也；一达谓之道。圣人

君子，六通四辟，以道为门，以博雅为境，故汉语

阐释学的主体、对象和境界，统合于“通”，贯义

于“通”。“《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

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22］ “自此之彼”既

非坦途亦无捷径，而是坎坷曲折，障碍重重，因而

阐释学的任务就是“通天下之不通”；换言之，阐

释学就是要为“通天下之不通”提供独特的路径。

汉语阐释学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通”之

障碍是《尚书》的“绝地天通”：“乃命重、黎，绝

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国传曰：“重即羲，黎即

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

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祗

不至于天，明不相干。”［23］ “天神”“地祗”可视为

最早的职业分工，而“人神不扰”、“明不相干”则

是要求各专其门，各司其业，互不相通。诚如章学

诚《文史通义》所言：

先王惧世有棼治，于是乎以人官分职，绝

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

治书，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

也。［24］

“人官分职，绝不为通”，“为政”“问学”皆无例

外。《庄子·天下》篇所悲叹的“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可避免。但“绝地天通”式的专业分工毕竟给后

世的汉语阐释制造了障碍，为阐释学提出了“通天

下之不通”的课题。加达默尔指出：“根据原先的

定义，解释学是一种澄清的艺术，它通过我们的解

释努力转达我们在传统中遇到的人们所说的东西。

凡在人们所说的东西不能直接被我们理解之处，解

释学就开始起作用。”［25］所谓“不能直接被我们理

解”即为“自此之彼”途中的障碍，即为“通义”

途中的阻隔。

以经学和小学为根柢的汉语阐释学，其“会

通”之障碍有三：文字、文献和语境。它们恰如三

座大山，躺在“自此之彼”的途中而形成种种的

“不通”；而“通义”作为一种方法，则是帮助阐

释者翻越这三座大山，以达通透之义，“通天下之

不通”。

黄侃论及“清代小学之进步”，赞其“一知

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语根”［26］。这里的

“语根”是在声韵和训诂的层面谈文字；若在文字、

声韵和训诂的层面谈阐释，则应将古文字视为汉语

阐释的语根，而通义于语根则为汉语阐释学跨越文

字障碍之首务。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指出：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

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

有渐。［27］

戴震以“字以通词，词以通道”为阐释路径，

其《孟子字义疏证》择取八个关键字（道、理、

才、性等），寻觅其根，疏证其义，通晓其理，彰

明其道。道之根在词，词之根在义，《孟子字义疏

证》是汉语阐释学“通义于词根”之典范。

通义于词根是汉语阐释学的传统，早在先秦就

有《墨子》的“经”和“经学”，《韩非子》的“解

老”和“喻老”开“词以通道”之先。汉学有班固

《白虎通义》，宋学有陈淳《北溪字义》。阐释学以

经学为本，经学又以小学为根，不借助小学无法

通义于词根，义理之阐释亦无从谈起，故章学诚称

“《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28］。

汉语的词根很深，深深扎在殷墟卜辞、商周铭

刻、周秦籀篆之中，故汉语阐释学之首务在追溯字

义根柢，从形、声、义的不同层面诂训语根，诠释

语义，演绎语义之创生、衍生、再生，辨析本义与

他义的格义。通义于词根而通变于语用，因其通而

亘古亘今，因其变而日新其业，在会通适变之际重

识语义的词根性、坐标性、转义性和再生性。

就阐释过程而言，先是借“通义于语根”而进

入文献；就阐释对象的形成而言，汉语文献并不是

单一的，而是不断累加的。早期的阐释学可资征

引的文献太少，阐释主体所能面对只是宇宙、社

会和人生。故章学诚说“读《易》如无《书》，读

《书》如无《诗》”［29］。唐人李翱指出：“六经之词

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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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

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30］“经”

之词各不相师，“传”之言则多有互文：《春秋》无

《诗》，但《左传》有《诗》；《诗》无《易》，但

《毛诗》有《易》；《易》无《书》，但《易传》有

《书》。如果说元典的创制尚无须亦不可能通义于

文献，而对元典的阐释或阐释之阐释则别无选择地

要通义于文献。

阐释学上的文献，既是阐释的对象，又是阐释

本身。先秦两汉时期，“经”的部分无疑是阐释对

象，“传”或“记”的部分则是阐释本身。两汉之

后，“传”或“记”又成了阐释对象，在此基础之

上，又形成了新的阐释文本。这样一直累加下去，

越加越多，越累越厚，阐释学的历史形成于斯，阐

释学的厚重亦形成于斯。

作为阐释对象的汉语文献，形成于历朝历代的

不断累积，形成于历朝历代阐释者对前人阐释的再

阐释。因此，每一个时代的阐释者在进入特定的阐

释对象之时，他所面对的必定是层层累积而成的多

层次的复杂文本，故“通汇于文献”是汉语阐释学

的必由之路。以今人王孝鱼点校的《庄子集释》为

例，其文本构成至少有六个层次：一是本文。如

《庄子·逍遥游》原文：“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二是原

注。郭象注：“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

而常通。”三是成疏。成玄英疏：“言无待圣人，虚

怀体道，故能乘两仪之正理，顺万物之自然，御六

气以逍遥，混群灵以变化。”四是陆释。陆德明经

典释文：“‘六气’，司马云：阴阳风雨晦明也。”五

是郭按。郭庆藩按：“六气之说，聚讼棼如，莫衷

一是。愚谓有二说焉：一，《洪范》雨旸燠寒风时

为六气也。……一，六气即六情也。”六是王校。王

孝鱼点校：“唐写本无‘而’字。”［31］原文、原注，

加上成疏、陆释、郭按和王校，六个部分既叠加为

一个层级式结构，又交织错杂成一个网状式框架：

后者是逻辑的，以义项重轻为经；前者是历史的，

以时代先后为纬。二者既有相生相济的互文性，又

有相斥相悖的对抗性。阐释主体如果不能凭借厚实

的考据功底、睿智的义理识见和优良的辞章素养而

“通义于文献”，则极有可能如《文心雕龙·知音》

篇所言“信伪迷真”“谬欲论文”，以至“深废浅

售”、“轻言负诮”。

对于阐释者的义理而言，特定的文献构成特定

的阐释语境，故文献的累积或叠加也是语境的累积

和叠加，只不过“语境”的概念较之“文献”更为

复杂一些。首先，汉语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文字。

汉语的性质是表意，意之所随者缘“境”而异。汉

语之“表意”既无时态标识，亦不重空间定位，更

有反训、隐喻、假借、转注、谐音之类，使得汉语

的言说与阐释高度语境化，若脱离语境则“不知所

云”。汉语阐释学“话中有话”，故阐释之时先须

问“境”，非如此不能释名彰义、敷理举统。其次，

汉语阐释学的“语境”既有历史的又有文本的：

“历史语境”可细分为时代语境、社会语境、师门

语境、家族语境等，“文本语境”可细分为篇体语

境、章句语境、修辞语境等。无论是历史语境还是

文本语境，既有“在场”的也有“不在场”的。凡

此种种，构成阐释学的重重障碍，阐释主体若不能

“通变于语境”则举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

如何突破语境的障碍？以司马迁“发愤著书”

说的阐释为例。“发愤著书”在司马迁的笔下出现

过两次：一次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宣讲

《春秋》圣义的宏大语境下自陈著史大业和宏远志

向；一次是《报任少卿书》，在友朋尺牍的私人语

境下发抒悲怨之怒和绝望之情。宏大语境下的“发

愤著书”是自强，是弘毅，是经国之大业，是不朽

之盛事。私人语境下的“发愤著书”是哀怨，是悲

泣，是对形秽身残、心碎神伤的咀嚼，是对家族不

幸、命运坎懔的陷溺。在私人语境中，我们看到的

是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的自卑、痛苦和难以名状的

心理焦虑，我们感受到的是太史公情感的强度和心

灵的韧性。而在宏大语境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伟

大历史学家对“自卑”的超越，体会到的是超越之

后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后司马迁时代的阐释者，若不能“通变于语境”，

则无法得“发愤著书”之真谛。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注意到语境的复杂和多

元，认为《文心雕龙》有两个“作者”：刘勰和骈

文；这两个“作者”常常会争吵打架。比如，关

于“情采”问题，生活在南朝的刘勰，对“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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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繁”、“繁采寡情”有切肤之痛其文学主张是重情

的。但刘勰用骈体写作，受制于骈文的“对句”机

制，行文中必须讲求对仗而不能偏执于一端，这使

得他不得不在重“情”的同时也要重“采”，所谓

“雕缛成体”、“情经辞纬”［32］。宇文所安实际上是

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的双重语境（历史语境与文

本语境），看到了两种语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

在两种语境的张力之间作出了独具创意的阐释。

三 变而通之以尽利

以“通义”为关键词的汉语阐释学，其思想与

方法是跨越文字、文献、语境三重障碍以“通天下

之不通”，故阐释路径须通义于词根、通汇于文献、

通变于语境。《周易》有“变而通之以尽利”［33］，

“通义”给古代文论带来了“元、亨、利、贞”，

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传

统文论三大批评文体而言，“评点”批评与圣人平

等对话、与作者惺惺相惜和用力之久而豁然贯通，

“诗话”批评通于经部之小学、史部之传记和子部

之杂家，而“论诗诗”批评则是“赋”之直通、

“比”之显通和“兴”之隐通的诗性融合。

先说“评点”。广义的“评点”是汉语阐释学常

用的方法。古文《尚书》每篇之前的孔序，可视为

仲尼对书经的评点；《周易》的彖传和象传，可视为

对六十四经卦的评点；《论语》所叙孔子师徒的“因

诗及事”和“因事及诗”，则是最早的《诗经》评

点。而孔门说诗，则是狭义“评点”（亦即诗文评

点）之滥觞。就言说方式而言，几千年的中国文学

批评史奠基于“诗文评”即“诗文”之“评点”。诗

文评点盛于宋代，小说评点盛于明朝，戏曲评点盛

于明清之际。18 世纪乾隆年间诞生的《四库全书总

目》，四库馆臣对包括集部各体文学作品在内的万

余部典籍的“目录提要”，可谓集“评点”之大成。

各种评点均与早期的经学阐释有相“通”的一面。

评点式的经学阐释主体对阐释对象并不取仰视

姿态，而是平等对话，其具体方式或是《左传》式

的“赋诗言志”，或是孟子式的“以意逆志”，或

是董仲舒式的“断章取义”。元典时代的阐释者对

元典创制者（圣人）的平等态度，成为后来小说戏

曲评点者的阐释学资源。李贽以童心真性评点《忠

义水浒传》，是要实现他的一大理想：“呜呼！吾

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

哉！”［34］评点者之所以能与圣人平等对话，因为

真正大圣人是“童心未曾失者”，评点者的心与圣

人的心是相通的。 

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评点，快人快语，真情真

性，亦庄亦谐，有滋有味，借用李贽的话说，“若

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但这不

仅仅是一个“文字”的问题，而是阐释者与阐释

对象的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金圣叹《读第五才

子书法》云：“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

胸。”要阐释《史记》，先要知道太史公的“一肚

皮宿怨”；要阐释《水浒》，先要知道施耐庵的“自

家许多锦心绣口”，要与原作者的心相通。这就是

孟子所说的“知言”和“知人论世”，刘勰所说的

“世远莫见其面，乩文辄见其心”，四库馆臣所说

的“平心而论”。以一己之文心，体察、体悟原作

者之用心，其最佳状态是朱熹所言：“至于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35］

次说“诗话”。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数量

最多的阐释文本。“诗话”属于四部中的“集部”

（《四库全书总目》将“诗话”归入“集部”的“诗

文评”）。诗话又“通”于经、史、子三部。十三

经有《尔雅》，解释字义和名物；而诗话说诗有如

注经，诠释名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故诗话通

于经部之小学。诗话有纪事功能，从孟棨的《本事

诗》到历朝历代的“某诗纪事”，其纪事功能与史

部传记类正相符合，故诗话通于史部之传记。诗话

即兴而起，随手而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庞杂

无统，以资闲谈，与子部杂家类的情形正相仿佛，

故诗话通于子部之杂家。而且，“话”作为一种文

体，属于子部的“小说”类。概言之，“诗话”上

通于经，中通于史，旁通于子，下通于集，真可谓

以话为体，四部兼通。

末说“论诗诗”。“论诗诗”以诗说诗，会通文

学文体与批评文体，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通义”性

质：用文学话语来言说理论问题，或者说赋予理论

言说以文学性特征。诗歌创作离不开赋比兴，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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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同样离不开赋比兴。《文心雕龙》之《诠赋》篇

有“赋者，铺也”，其《比兴》篇有“比显兴隐”，

故在汉语阐释学之“通义”的层面论，“赋”为直

通，“比”为显通，“兴”为隐通。以《二十四诗

品·典雅》为例，全诗六联，就对关键词“典雅”

的诗性论述而言，只有属于直通式的“赋”；前面

五联全部属于“先言它物”之起兴，是曲径通幽式

的“隐通”。“隐通”五联是一连串的“比（喻）”，

可谓“比”之集合：玉壶、春酒、细雨、茆屋、佳

士、修竹、白云、幽鸟、眠琴、飞瀑……每一个景

象或意象都在告诉读者什么是“典雅”，而众多的

比喻又构成了一个意象群，呈现出“典雅”的意

蕴或内涵。《典雅》以意象珠联的“比”、曲径通

幽的“兴”和直揭意旨的“赋”，会通、变通地阐

释出“典雅”的通达、通透之义。这是论诗诗的妙

处，是汉语阐释学“通义”的妙处。

古典式的“通义”，对于当下的文学阐释，其

价值和意义取决于义，通和通义。“义”为汉语阐

释学的语言本体，是汉语阐释学的本根。由字而通

词，由词而通道，以究“义”为宗旨的小学，筑构

起文学阐释的语言学根基。文学阐释是对语言文本

的阐释，也是植根于语言的阐释。“通”为汉语阐

释学的跨界思维，其主体性建构和对象化实现共臻

博雅融通之境。“通义”经由“通义于语根”、“通

汇于文献”和“通变于语境”而“通天下之不通”，

汉语阐释学的思想与方法，尽在“义”、“通”和

“通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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